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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公共外交学科建设的思考

赵可金

摘 要: 近年来，公共外交受到国内外社会各界的广泛重视，成为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个亮点。公

共外交之所以成为显学，从根本上来说，是全球化时代外交转型、学科交汇和中国崛起共同汇聚的结果，反

映了跨学科交流的发展方向，具有强劲的生命力。然而，公共外交在研究对象、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等方

面还处于发展之中，面临着严峻的学科发展挑战，在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上存在着纷争。因此，中国公共

外交的学科发展需要确立“三位一体”的指导方针，在宏观上把握公共外交的学科布局，从跨学科和多学科

的视野推动公共外交的学科建设，努力推进公共外交理论体系、培养体系和服务体系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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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公共外交在国内外方兴未艾，受到了广泛重视。公共外交在中国的兴起史，也是一部公

共外交理论研究和学科成长史。相比国外特别是美国理论界，尽管中国公共外交的理论研究和学科

发展起步较晚，基础薄弱，但中外关于公共外交的研究差距不像外交学和国际关系理论那么大，且中

国的公共外交发展势头强劲，大有后来居上的态势。
事实上，中国具有公共外交的丰富资源。自 1949 年后，中国历代领导人高度重视人民外交事业，

在民间友好、对外传播、国际教育文化交流方面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人民外交实践，为中国公共外

交的理论研究和学科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储备了大量的人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一切都是中

国公共外交发展弥足珍贵的学科资源。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了“要扎实推进公共外交和人文交流”
的任务，为未来十年中国公共外交研究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如何妥善保护和积极开发公共外交的学科

资源，不断拓展公共外交的学科空间，为党和国家的公共外交事业提供思想动力和智力支持，是中国

理论界的光荣使命。

一、公共外交的历史机遇

公共外交是一种古老的现象、年轻的学问。尽管公共外交的活动可以追溯久远，早在中国春秋战

国时期和西方古希腊时期就有公共外交现象的萌芽，但真正作为一门系统化的学问却是晚近以来的

事情。特别是“9·11”恐怖事件发生之后，公共外交得到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各国政府、媒体、思
想库和学界的重新关注。特别是在美国公共外交热的推动下，对公共外交的系统化研究才得以展开。
在全球化、信息化和市场化的强大冲击下，现代外交的内涵和范围都在扩大，公共外交发展面临学科

发展的历史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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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外交转型的机遇

全球化和信息革命浪潮推动外交转型，外交民主化、外交社会化和外交虚拟化，都为公共外交开

辟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一是外交民主化。美国学者玛格丽特·E． 凯克和凯瑟琳·辛金克提出了公民社会部门的外交

活动的民主化问题，并提出了所谓的“回飞镖效应”理论: 如果国家与其国内行为体之间的交流渠道

被堵塞，国内的非政府组织绕过他们的政府，直接寻求国际盟友的帮助，力求从外部对其国家施加压

力。这种情况在人权运动中最为明显。① 外交民主化趋势，为公众参与外交开辟了广阔的空间和无

限的可能。
二是外交社会化。在国际学术界，美国学者詹姆斯·罗西瑙、约瑟夫·奈等是较早关注全球公

民社会对现代外交影响的学者。② 在国内，王逸舟教授是国内对此问题从国际关系意义上最早展开

研究的学者。③ 1992 年，美国学者约翰·麦克唐纳和路易丝·戴蒙德( Louise Diamond and John Mc-
Donald) 提出了“多轨外交”的思想，他们所著的《多轨外交: 通向和平的多体系途径》一书将外交分为

九个轨道，除了将政府外交为第一轨之外，作者把早先的第二轨道外交扩展为非官方性质的八个轨

道，包括非政府 /专业人士的第二轨道、商业第三轨道、平民第四轨道、研究及培训和教育第五轨道、社
会行动第六轨道、宗教第七轨道、资助第八轨道、传播和媒体第九轨道。④ 社会行为体在外交中日益

活跃，为公共外交创造了新的生力军。
三是外交虚拟化。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外交虚拟化成为各国外交的新趋势。美国和平研究所自

1995 年以来设立的一个由赛瑞·J． 布朗女士主导的虚拟外交( virtual diplomacy) 课题组提出了虚拟

外交体制改革的问题，认为在外交决策、协调、交流和国际关系实践中必须渗透信息和传播技术，鼓励

建设虚拟外交体制。⑤ 随后，美国著名的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在 1998 年发表的《再造信

息时代的美国外交》报告中，系统评估了全球化、信息技术革命、新媒体以及非国家行为体等因素对

现代外交体系的冲击，提出了一项变革外交事务的战略。⑥ 这一战略设计及其更具体的改造美国国

务院系统的行动计划在学术界和政界引起了强烈反响。此后，史汀生研究中心、《外交事务季刊》、
《外交政策》、《世界政治》等主流学术刊物先后发表了大量的论文，关于“无外交官外交”( diplomacy
without diplomat) 、电子外交、网络外交、虚拟外交的思想大量涌现，外交虚拟化成为外交思想转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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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James N． Rosenau，Turbulence in World Politics: A Theory of Change and Continuity，New Jersey: Princeton U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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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Richard Burt and Olin Robison eds． ，Reinventing Diplomacy in the Information Age，CSIS Report，Washing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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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方向。① 2001 年，英国外交部出台了长达 57 页的《e － 外交: 英国外交与英联邦事务部的电子

商务战略》，旨在“使外交部从一个有许多分支机构的总指挥部转变成一个单一的、全球性的网上机

构”。② 该战略显示了英国政府使其外交部信息化、网络化的决心和长远规划，使英外交部在办公的

电子化、网络化方面走在了世界各国外交部的前列，扩大了英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保护了英国

的国家利益。2002 年，加拿大学者埃温·波特编辑出版了《网络外交: 管理 21 世纪的外交政策》，收

录了一批关于外交虚拟化的高质量论文，认为从 21 世纪外交政策实施的需要出发，外交虚拟化已经

成为必要的选择。③ 外交的虚拟化，使得外交公众化和公众外交化找到了新的载体。
2． 学科交汇的机遇

在公共外交兴起的过程中，适逢多学科融汇的历史机遇。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国际社会科学界

跨学科研究不胫而走。围绕某一明确的问题打破学科限制，开展跨学科、多学科的研究，挖掘多学科

的资源优势，共同致力于某一问题的研究，越来越成为学界的主流。公共外交的兴起，也是来自国际

关系学、外交学、传播学、公共关系、跨文化交流学等众多学科交汇的结果。最典型的例子是南加州大

学公共外交研究中心的创建，就是国际关系学院和新闻传播学院交汇的产物，该中心涵盖了来自政治

学和国际关系专业的资深学者，也有来自新闻传播学院的著名教授，还有来自政府部门和新闻媒体的

专家，众多不同学科专业背景的学者聚集在一起，为公共外交的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力。④ 南希·斯

诺等人在 2009 年出版的《罗德里奇公共外交手册》是众多学科背景的人士共同努力的结果，被视为

公共外交研究的“百科全书”。⑤

除美国之外，西方其他国家对公共外交的研究也都有所升温，都具有多学科交汇发展的特征。英

国、法国、德国、荷兰、挪威及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的学术界、外交机构及其思想库都提出了开展本国

公共外交的政策建议。其中，英国外交政策中心发表的《公共外交》和《分裂时代的英国公共外交》，

是两本比较全面地论述英国公共外交，尤其是冷战后英国公共外交理论与实践的著作，着重点在于为

冷战后英国的公共外交实践提供理论的支撑和策略指导，国别性明显。⑥ 荷兰国际关系研究所外交

研究项目主任简·梅利森编著的《新公共外交》一书从冷战后外交实践变化的角度出发，考察公共外

交在新的国际关系环境中的理论建设与实践，把公共外交看作国际政治机制本身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认为公共外交的兴起与发展表明现代外交代表的演变已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并提出了如何提高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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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公共外交的方法和途径。① 日本学者金子将史和北野冲主编的《公共外交: “舆论时代”的外交

战略》一书对公共外交的内涵、各国实践特别是日本对公共外交的思考做了很好的总结和整理。② 不

难看出，没有来自国际关系、新闻传播学、工商管理、公共关系等众多领域专家学者的加盟，中国公共

外交的学科发展不会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取得如此重大的突破。
3． 中国崛起的机遇

中国公共外交学科化还面临着中国崛起带来的历史机遇。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迅速提升，全世

界对中国的关注也在与日俱增，直接刺激了国内外学界对中国公共外交的高度关注，一大批论文和学

位论文开始关注中国公共外交的问题。比如约舒阿·科兰兹克的《魅力攻势: 中国软实力如何改变

世界》、CSIS 发布的《中美关系中的巧实力》、理查德·鲁加的《中美关系中的公共外交赤字》、高英丽

的《中国在欧洲的软实力限制: 公共外交的困惑》、卡罗拉·迈克基弗等人的《中国巧实力对美国的影

响》、青山瑠妙的《中国公共外交》、王义桅的《公共外交与中国软实力的崛起》、杨洁篪的《努力开拓

中国特色公共外交新局面》、赵可金的《公共外交的理论与实践》和《软战时代的中美公共外交》、韩方

明等的《公共外交概论》、檀有志的《美国对华公共外交战略》、仵胜奇的《布什政府中东公共外交》
等。③ 不难看出，关于公共外交的研究已经成为一门世界性的学问，受到各国的高度重视，公共外交

学正在蓬勃发展。2010 年，被称为中国公共外交研究的元年，全国政协外委会主办的《公共外交季

刊》创刊、北京外国语大学公共外交研究中心的成立以及相关公共外交研讨会的召开，使中国公共外

交的研究步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

二、公共外交的学科挑战

作为一门学科，公共外交迄今为止还处于起步阶段。学科是按照学问的性质而划分的门类。④

一般来说，一门独立学科由三个要素组成: ( 1) 具有独特的、不可替代的研究对象; ( 2) 形成特有的概

念、原理、命题、规律等所构成的严密的逻辑化的理论知识系统; ( 3) 确立先进的方法论。⑤ 从严格学

科意义上来说，世界各国的公共外交学科化程度仍然比较低，尽管有许多智库和研究机构，比如美国

南加州大学公共外交研究中心、英国外交政策研究中心、荷兰国际关系研究所等对公共外交展开了大

规模的研究，但令人失望的是，很少有关于公共外交理论视角和卓越公共外交管理的扛鼎之作，公共

外交的发展依然面临许多挑战。
1． 研究对象的挑战

关于公共外交的研究对象，有两种观点的争论。第一种观点是以美国古利恩和曼海姆等人为代

表的政府主体论，认为公共外交的研究对象是一国政府告知、接触和理解海外公众的活动，强调一国

政府对另一国民众开展的着眼于塑造良好国家形象的交流和传播活动，所使用的手段不仅仅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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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也包括经济手段、政治手段和其他社会交往手段。① 第二种观点是以简·梅利森等欧洲学者为

代表的公众主体论，比如英国和法国最初把公共外交称为文化外交，指国家仅仅运用各种文化手段推

进其对外政策的实施，是一种强调政府之间的文化合作活动，梅利森将民众与民众、非政府组织与非

政府组织之间的交往称之为“新公共外交”，以区别于“政府—民众”的“老公共外交”。②

此种争论也影响到了中国学界的看法。一种看法是以外交部为代表，认为公共外交是政府主导

的公众外交，是外交部对本国公众开展的外交沟通活动。公共外交作为对传统外交的继承和发展，通

常由一国政府主导，借助各种传播和交流手段，向国外公众介绍本国国情和政策理念，向国内公众介

绍本国外交方针政策及相关举措，旨在获取国内外公众的理解、认同和支持，争取民心民意，树立国家

和政府的良好形象，营造有利的舆论环境，维护和促进国家根本利益。③ 第二种看法以中国人民对外

友好协会的陈昊苏为代表，认为公共外交就是人民外交或民间外交，民间外交开启了公共外交的先

河，因为民间外交的目的就是代表中国人民到国际舞台上广泛交友，这种交友的活动也需要说明中国

的形象，也需要向世界各国的朋友传递友谊、表达善意，在这样历史条件下，它成为中国外交的一种延

伸，而中国的民间外交也是要向这个方向发展。④ 第三种看法以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赵启正为

代表的官民复合论，认为公共外交的实质是公众参与的信息和观点的流通，公共外交的行为 主体包

括政府、社会精英和普通公众三个方面，其中政府是主导，社会精英是中坚，普通公众是基础。简言

之，中国公共外交的基本任务是向世界说明中国，帮助国外公众理解真实的中国。⑤ 如何统一思想，

对研究对象进行明确界定，将是公共外交学科发展的首要挑战。
2． 理论研究的挑战

迄今为之，关于公共外交的研究缺乏系统化的分析框架和严密的理论逻辑，大多数研究是服务于

传播效应研究和政府提升公共外交活动的实用性研究，没有从理论上确立公共外交的分析框架，在理

论抽象和逻辑实证方面还很不够。所有这一切，都严重制约了公共外交的学科发展。
从中国学界的研究来看，公共外交理论研究基本上形成三种范式。第一种范式是外交范式，以赵

可金、庞中英、张志洲等为代表，他们认为公共外交理论的根本逻辑是软实力和“心灵政治”，围绕的

理论核心是角逐“话语权”，是外交转型后的新外交范式，是“非传统外交的实现形式”。第二种范式

为“战略范式”，以王义桅、唐小松、柯银斌、檀有志等为代表，他们认为公共外交是信息时代的“国家

战略工具”，不同国家有“进攻性公共外交战略”和“防御性公共外交战略”的区别，有领导者战略、挑
战者战略、追随者战略和补缺者战略等，决定公共外交的关键是战略管理。第三种范式是传播范式，

以李希光、周庆安、刘康、胡泳等为代表，他们认为公共外交的核心是传播国家形象，公共外交取决于

传播机制和传播管理。不同范式的学科基础不同，研究方法各异，分析工具多样，如何推动多学科有

机互动，实现基础理论的创新和体系化，是公共外交学科化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
3． 研究方法的挑战

一个学科的独立和成熟程度，与方法论的成熟程度直接相关。公共外交的跨学科特征，使得公共

外交的研究方法参差不齐，有传播学方法、社会科学方法，也有人文学科的方法，等等不一。总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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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公共外交的研究方法受到不同学科的影响，呈现为部落化的结构。不同学科的学者在各自专业领

域的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习惯于本学科共享的研究方法，分割形成了国际关系学社群、传播学社群、
外交政策和实践社群、人文社群等部落，不同的研究社群锁定各自研究主题，运用各自的学科方法进

行研究。比如传播学更多锁定国家形象及其传播等主题，采用调查问卷、数据分析、焦点访谈、实证定

量等研究方法。国际关系学社群则更多锁定首脑外交、政府公共外交、外交活动等主题，采取定性分

析、历史—比较分析、结构—功能主义、政治系统论、新制度主义等研究方法，如韩召颍的《输出美

国》、赵可金的《公共外交的理论与实践》、檀有志的《美国对华公共外交战略》。人文社群则更多锁定

跨国人文交流、文化外交、跨语际实践等主题，采用话语分析、哲学思辨、文本解读等方法，比如刘禾的

《跨语际实践》和《帝国的话语政治》等，就是典型代表。
总体来看，关于公共外交的历史研究、意识形态研究和描述性研究是研究方法的主流，定量研究、

多元回归分析、调查问卷还没有成为公共外交研究的主导方法。从选题视角上来看，学者们往往习惯

于把公共外交作为自变量，集中于争论为什么公共外交是重要的、何谓公共外交以及怎样提升公共外

交之类的问题。很少有学者把公共外交作为因变量，考察什么因素影响了公共外交，现有公共外交活

动的效果如何以及公共外交遵循哪些基本规律等更具严密逻辑化的理论问题。① 特别是学界关于中

国公共外交的研究更多是一种回溯性的总结研究，更多论证中国公共外交如何重要，或者关注中国公

共外交对其他国家乃至整个国际社会的影响，在方法论上主要以描述性研究为主，科学性有待加强。
从公共外交学科化的要求来看，如何整合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实现文献研究和走访调查相结合，引

入模拟演算技术和定量分析方法，不断检验研究成果的准确度和可行性，将是公共外交学科发展面临

的严峻挑战。

三、公共外交的十大论争

近年来，作为一个热点话题，学界对公共外交的讨论一直非常热烈。透过学界热烈的讨论，不难

发现学界对公共外交抱有强烈的“救世”和“资政”的实用目的，折射出学界对公共外交抱有的经世致

用的情怀。通常的情况是，学者在观察外交实践的过程中，发现开展公共外交的意义所在，然后从公

共外交的概念、理论和规律入手，寻求解决和优化外交事务的战略、政策和策略，最后评估一些公共外

交的可能效果。相比之下，对公共外交现象背后的纯学理研究、对不同国家公共外交实践的比较研究

以及对典型案例的科学定量研究非常薄弱，具有历史厚度的基础研究还有待加强。
争论之一: 公共外交的缘起。
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大多数现实主义者普遍不看好公共外交，认为开展公共外交并无助于解决国家

之间的复杂问题，公共外交最终还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国家外交战略和对外政策，“公共外交很可能将是跟

风，很快就会过去”。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教授认为，即使公共外交是重要的，也需要

明确找到公共外交的边界，不应滥用和无限扩大公共外交的范围，将一切都纳入公共外交的范畴。② 尽管，

也有部分现实主义学者对公共外交做出了自己的理论回答，比如以威廉姆·恩格尔的《霸权背后: 美国

全方位主导战略》、兰德公司的约翰·阿奎拉和戴维·隆菲尔特的《心灵政治的兴起》为代表的学者将公共

外交作为一个国家适应信息时代的“软战略”、“心灵政治战略”( Noopolitik) ，是对权力政治( Realpolitik)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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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和补充。① Ben D． Mor 甚至认为公共外交是大战略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是将武力、外交和传播

整合在一起的大战略。② 但他们的理论回答仅仅是把公共外交看作为巩固权力政治的补充，而没有

对权力政治本身进行修正以适应信息社会发展的要求，在信息社会的背景下不可能走出权力竞争的

轨道，注定其不能摆脱历史循环的悲剧前景，也决定了不可能在信息社会中发现公共外交的真谛。
相比之下，自由主义比现实主义者强调公共外交是为了应对来自全球公民社会领域中的“软制

衡”( soft Balancing) 。软制衡理论是自由主义对公共外交的重要贡献。罗伯特·佩普、约翰·艾肯伯

瑞、江忆恩等将公共外交视作一国应对国际社会的“软制衡”，是一种新的外交手段。“软制衡”的内

涵是: 当“硬制衡”无能为力时，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寻求强与弱的机会均衡，不必与超级大国的强大实

力“直接对抗”，而是采取其他措施让超级大国“难以使用”其强大实力。③ 事实上，软制衡可能更多

来自跨国公司、全球公民社会、信息革命以及全民外交( citizen diplomacy) 兴起后产生的反制力量，这

一变化使得美国在 1990 年通过谈判有效动员起几乎囊括了世界所有国家的联盟支持的情况在 2003
年不敷为用。

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强调软战略和软制衡的目的相比，反思主义理论更强调“软崛起”和“知识

权力”的理论，认为公共外交的兴起是基于对社会群体和边缘群体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权力和影

响力上升的一个必然结果。尽管反思主义是一个松散的理论家族，但均强调解放外交中长期被忽视

的社会领域，为外交把公众和社会因素作为工作对象打开了一扇窗口。“观念、文字和语言不是实证

主义所认为的是复制‘真实’或者‘客观’世界的镜子，而是我们用以对付‘我们的’世界的工具”。④

因此，世界不是固定不变的，世界的秩序包括国家、权力关系和国际制度都是社会建构的，是社会力量

的产物，就像其他社会结构一样。⑤ 因此，在讨论权力的时候，必须看到现实的权力关系对知识领域

的渗透和干预性影响，要澄清历史，揭示出知识领域、行为领域和其他主体构成中历史本身的各个方

面。于是，后现代主义特别重视揭示“权力政治背后的文本相互作用”，⑥认为权力政治的“现实”始

终是由文本和一定的再现方式所构成的。特别是建构主义为公共外交提供了身份认同研究的理论支

持，其主要特点是把国际关系理解为一种社会关系，人和社会的互相构建是一个不断持续的进程，国

际关系的物质结构是社会结构建构起来的: 观念建构认同，认同建构利益、利益建构权力、谋求权力的

施动者和结构相互建构，进而形成不同国际结构文化的国际政治。⑦ 显然，建构主义的兴起，为种族、
宗教、性和性别等社会因素参与外交提供了理论解释。

争论之二: 公共外交的内涵。
公共外交是美国人最早提出的，但在不同国家学者的理解各异。美国学者的主流看法是将公共

外交看作是政府主导的影响国外公众的传播和交流活动，目的在于提高国家形象。在欧洲国家特别

是英国和法国，公共外交更多被理解为文化外交，指国家仅仅运用各种文化手段推进其对外政策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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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是一种强调政府之间的文化合作活动。荷兰国际关系研究所的简·梅利森甚至将纯民间的跨国

交往活动归结为“新公共外交”，强调关系构建的领域。① 日本学者则把公共外交归结为在国际社会

提高本国的存在感和国家形象，加深外界对本国的理解，以对象国国民和非政府为对象的外交活动，

涵盖了政策发布、文化交流和对外广播活动。② 中国的赵启正将公共外交拓展得更宽，将政府、民间

组织、社会团体、社会精英和广大公众等都纳入公共外交的范围，认为这一切构成了全球对话网络，并

认为政府是主导，民间组织、社会团体和社会精英是中坚，广大公众是基础。③

在关于公共外交内涵的争论中，最主要的分歧在于究竟要不要把非政府的涉外活动纳入公共外

交的范围。传统公共外交论者坚持认为外交是代表国家的行为，没有政府参与就不能称之为外交，非

政府的涉外活动可以称之为“国际民间交流”，不能称之为公共外交。相反，新公共外交论者则认为，

在全球化时代，外交和内政的界限已经非常模糊，外交的范围必须拓宽，仅靠政府开展公共外交回答

不了国家间交往面临的大量新问题，不把非政府的国际交往活动纳入公共外交，公共外交便失去了时

代意义。事实上，争论双方的焦点在于对外交的理解不一样，传统公共外交论者坚持认为外交等于职

业外交，新公共外交论者则认为外交内涵和外延在全球化时代已经拓展，此种关于外交之时代内涵的

讨论还将长期持续下去。
争论之三: 公共外交的理论核心。
作为一个系统化的理论家族，任何学科都会有自己捍卫的理论核心。比如经济学的理论核心是

资源配置，政治学的核心是权力角逐，社会学的核心是社会秩序等，公共外交作为一门学科，也必然有

自己统摄全局的理论核心。从学界的讨论来看，主要存在几种基本看法:

一是国家利益论。以美国国际关系学者为代表，认为公共外交是传统外交的补充和发展，从根本

上仍然是服务于国家利益，执行国家安全战略与对外政策。韩方明主编的《公共外交概论》基本上坚

持国家利益论，认为执行国际战略和对外政策依然是公共外交的主旨，但同时认为国家形象也是国家

利益的组成部分，国家形象与国家利益是一体两面，国家利益和国家形象的复合，是一个国家对外行

为的根本推动因素。公共外交不仅要服务国家利益，也要致力于塑造一个良好的国家形象。④

二是国家形象论。该看法以美国的新闻传播学者为代表，认为公共外交的核心是改善一个国家

的海外形象，特别是通过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媒体传播和关系构建等方式，澄清事实，塑造良好的国

家形象。国家形象论存在的语境是美国近年来海外形象受损，解决办法是拓展传播和公共关系。中

国新闻传播学界比如清华大学的李希光、上海交通大学的刘康、上海外国语大学的郭可等也认为国家

形象是公共外交的核心，更多从新闻传播学理论中寻求改善国家形象的对策。⑤

三是软实力论。该看法认为公共外交是为软实力助跑，服从于一个国家软实力的构建。1990
年，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约瑟夫·奈提出“软权力理论”，认为“信息正在变成实力”，“对新的信息

及时作出反应的能力是一种极其重要的实力手段”。⑥ 后来，约瑟夫·奈、威廉·欧文斯、罗伯特·基

欧汉等人不断撰文论证“软权力理论”，批评现实主义者过分强调“硬权力”，忽视“软权力”。“软权

力”是一种合作型的权力，依靠吸引力而非强制力，通过让他人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来获得预期结果的

·031·

清华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 Jan Melissen，The New Public Diplomacy: Soft Power in Internauonal Relations，New York: Palgrave Macmilian，
2005。
参见金子将史、北野充主编:《公共外交:“舆论时代”的外交战略》。
参见赵启正:《公共外交与跨文化交流》，第 4—5 页。
参见韩方明主编:《公共外交概论》。
参见张昆:《国家形象传播》，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年; 刘康:《国家形象与政治传播》，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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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依靠分享文化、观念和信息来获得权力。他们进而认为，谁能领导信息革命，拥有信息权力的优

势，谁就通过别人并在未来世界格局中占据主导地位。奈提出，软实力与硬实力均是通过控制他国行

为实现其目的的不同能力，二者之间的区别，不过是行为性质、权力有形性的程度之差。软力量在硬

力量的作用背景下，显得愈发强大。而二者的结合，在 2004 年被美国学者命名为巧实力( smart pow-
er) 。奈也在软力量的理论中，将公共外交视为软力量的一个重要体现。奈在《软力量———世界政坛

成功之道》之中详细论述了公共外交作为软力量的构成方式和作用途径。他认为公共外交实际上是

软力量的一种运用办法。他详细列举了 1883 年法国尝试建立法语联盟、一战中各国设立宣传办公室

以及冷战中国际广播的作用，来显示公共外交在软力量使用方面拥有的悠久历史。
四是话语权论。此种看法以欧洲学者为代表，该理论认为，公共外交围绕的核心是提升一个国家

的话语权，话语权理论主要来自法国思想家福柯( Michel Foucault) ，他认为一个国家的权力越来越取

决于话语创新，话语与权力之间具有相互构成性的关系，话语往往由说什么、怎么说、谁在说的对象所

控制，知识既是权力的创造者也为权力所创造。在权力关系的作用下，话语影响并创造着知识客体，

它规定着什么是真理。① 与福柯类似，法国思想家皮埃尔·布迪厄( Pierre Bourdieu) 提出了“符号权

力”的概念，认为话语的权力特征不能单从语言本身去理解，而应该把它“放在行使权力者和那些接

受权力者的特定关系”中加以理解。② 此外，欧洲学者还十分强调规范权力，认为公共外交在于捍卫

特定规范的权力。冷战结束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政治权力斗争不仅围绕军事实力、经
济实力等传统硬实力资源展开，而且围绕价值观、社会制度、社会文化等软实力资源展开。

争论之四: 公共外交的普世性与特殊性。
作为一种外交形态，公共外交究竟是普世的，还是特殊的，在学界也一直存在分歧。一种观点认

为，公共外交是普世的，作为一种公共资源，公共外交可以为所有国家所适用，公共外交的目标都是要

赢得全球民众的人心，寻求不同文化、不同国别民众的共通情感和价值，折射出普遍人性。③ 尤其是

西方学界在论及公共外交时，都普遍强调西方自由民主话语体系的普世性，依靠自己的发展阶段优

势、技术和资金优势、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势，以及公民社会优势，谋求掌控全球化时代的

国际话语权。西方所孜孜以求的是将原本属于西方特殊模式的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价值观念塑

造成普世价值，认为公共外交就是推行普世价值的重要战略工具。
另一种观点认为，公共外交是特殊的，尽管具有普遍适用性，但更具有国家性和时代性。④ 一国

立国之道直接塑造其公共外交形态。法国以文化立国，美国以价值观立国，故法国公共外交强调语

言、文化，而美国公共外交重视价值观输出。所谓弱国无外交，基本上也适用于公共外交。弱国的公

共外交主要表明“我存在”，旨在不被遗忘; 次弱国家的公共外交则告诉世界“我是谁”，希望增进了

解、引起注意、避免误解; 强国则展示“我拥有”，一方面是引以为豪，另一方面可与人分享; 而领导性

国家则以“我行你也行”的理念引领他国人民去探索梦想、激发羡慕和追随。还有学者明确提出，要

敢于向西方普世价值叫板，大胆确立自己的一整套话语。⑤ 有学者进一步认为，国际话语权体现的是

一国的政治操作能力和理念贡献能力，政治操作能力主要体现为议题设定和规则制定能力，以及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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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Michel Foucault，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Trans． Alan Sheridan，New York: Vin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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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员能力; 理念贡献能力主要体现为提出并推广新思想和新观念的能力; 要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

就必须大力提高中国的政治操作能力和理念贡献能力。① 在特殊论看来，公共外交因国而异，因时而

异，不存在普遍的公共外交。
争论之五: 公共外交是科学还是艺术。
公共外交是一项实践性很强的活动，学理和技巧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一种观点认为，公共外交

是一门科学，有其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内在客观规律，任何人都可以通过科学研究掌握其一般

规律，任何国家在实施公共外交时，都必须遵循一般的运作规律。比如从内涵上来说，公共外交是一

种公众取向的双向交流过程; 从目标上来说，公共外交具有知名度、美誉度和认同度的不同层次追求;

从战略上来说，公共外交是一种目标细分的针对性极强的外交作业; 从组织上来说，公共外交是一种

具有协同性的政治支援体系。② 任何一个国家在开展公共外交的时候，都必须把握公共外交的内在

规律，并与本国的外交实际结合起来，开创具有本国特点的公共外交。
另一种观点认为公共外交是一门艺术，是“一门用于创建并拓展信任的艺术”，具有公共外交经

验的人才具有的特殊技巧，在外交实践中基本上没有任何规律可循，只能根据形势的变化和国家目标

的需要随机应变。此外，坚持“公共外交无学”的人还认为研究方法的薄弱也是外交并非一门科学的

证据。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和社会学教授贝克尔指出，一门学科之所以

成为一门学科，其原因不在于它的研究对象，而在于它的分析方法。现有的公共外交作品都具有外交

的“指南”、“手册”之嫌，重点明显放在了“外交官的业务与技术”方面，强化了外交的操作层面，限制

了外交的学理化。迄今为止，相比国际关系、政治理论、比较政治、国别政治等学科，外交学的确显得

理论发育不足，这为艺术的外交观提供了口实。
事实上，在实践中，公共外交科学和外交艺术是密不可分的。不讲公共外交学理而只重视外交技

巧，或者只谈公共外交学理而忽略外交技巧，都无助于公共外交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公共外

交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在外交学研究中，科学的态度是既要注重外交理论研究，又要注重

外交实务研究。
争论之六: 公共外交战略。
一种观点认为，公共外交是实现国家利益和执行外交政策的手段之一，它服从和服务于一个国家

的目标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全局，波及的领域和涉及的相关行为体非常多，需要统筹国内与国际、
官方和民间、高层和草根等众多方面的资源，才能形成公共外交的强大合力。因此，开展公共外交必

须从全局的视野和战略的高度，为一个国家在较长一段时期内的各方面共同参与公共外交确立统筹

全局的大战略，将各方面的积极性整合成为强大的合力，从而在纵横捭阖的国际博弈棋局中居于主

动。另一种观点认为，公共外交重在公众，人人都是外交官，如果制定统一的公共外交战略，将公众纳

入政府体系和框架内，就失去了公共外交本身的内在活力。③ 还有的反对意见认为，公共外交事务非

常复杂，规模庞大，形式多样，要想通过制定一份战略统一起来，是不可能做到的。有的学者则担心如

果把公众的外交积极性套上政府命令的紧箍咒，很可能就转变为政府外交了，从而扼杀了公众参与外

交的积极性。
上述两种观点分歧的焦点在于如何把握政府在公共外交中的角色和活动范围问题。战略论认为

要把公共外交的一切活动都纳入政府的战略框架中，使之形成为有效的公共外交力量。公众论则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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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不能给公众戴上“战略紧箍咒”，还是鼓励不拘一格开展公共外交。显然，在实践中完全抛弃政府

战略统筹和完全纳入政府战略都是不切实际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平衡两者，使之最大限度地释放

公众外交的活力，规避公众参与外交的消极影响。
争论之七: 公共外交的比较。
公共外交的兴起是一个全球性现象，不管是实力强大的大国比如美国、法国、俄罗斯、日本、德国、

印度等，还是实力不济的小国比如挪威、新加坡、泰国等，都在重视和加强公共外交。然而，对于大国

和中小国家开展公共外交，学界也存在一些分歧。
一种观点认为，只有大国才可能开展公共外交，“弱国小国无外交”，公共外交首先是信息化时代

大国外交的重要产物。一些大国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对信息革命感觉灵敏，在公共外交上起步较早，

发展比较迅速。从 20 世纪上半叶就着手推进公共外交的变革，逐步建立了健全的公共外交体制，具

有相对独立的公共外交人才储备和经费来源，并且挟科学技术、政治制度、价值标准、综合实力等要素

优势，对其他国家展开了全面的公共外交攻势。这一点是中小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无法比拟的。
相反，那些小国即便如何努力，也无法达到大国的水平。

另一种观点认为，大国有大国的公共外交，小国也有小国的公共外交。加拿大和挪威虽然属于西

方发达国家行列，但却都是“国微言轻”的中小力量国家，受制于经济实力、军事能力和政治影响力以

及国土疆界大小的制约，它们所开展的公共外交与英美法等大国所开展的公共外交必然存在差异。
约泽夫·巴托拉认为，大国与小国的公共外交差异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在开展公众外交的目标

方面，作为“硬权力”的辅助手段，大国公众外交主要致力于改变形象或“重树品牌”( re-branding) ，

以获得拥护和追随，而小国公众外交主要是为了引起世界传媒和民众的注意( capture attention) ，促进

他国对本国的了解; 二是在开展公众外交的范围和程度上，西方大国强调“广”( volume and breadth of
message and image) ，而中小国家突出“精”( niche areas) ; 三是在合法性方面，相对来说，大国获取的合

法性要比小国低，大国注重起始合法性( outset legitimacy) ，小国重视吸引力( attractive causes) 。①

当然，尽管大国与中小国家公共外交存在差异，但在一些具体策略方面的差异不大，都是采取现

代公关、营销、传播的手段从事具有政治意义的外交事务，之所以存在具体技术方法的差异，完全取决

于特定的外交对象和外交情境需要，并不是本质上的差异。总之，在信息化时代，现代国家要消除国

际上非利己的舆论，塑造国家形象的品牌，赢得其他国家公众的同情和支持，就必须更加重视公众外

交的开展。越来越多的国家已经开始注意到这一问题，将公众外交提上了议事日程，公共外交必将随

着信息化的深入逐步加强。
争论之八: 公共外交的效果评估。
关于公共外交的效果评估问题，各国仍然存在争论。公共外交评估的对象是影响力、形象、理解

等抽象的东西，尽管各国有不少提议要求重新界定效果评估的方法，但就如何具体执行的问题，各国

仍在艰苦探索之中。
一种观点认为公共外交可以用投入—产出方法来评估。比如有的学者强调通过投入来评价公共

外交事业的数量、投入预算和发布的信息数量。有的强调从产出层次考察参与者、报道数量和公众的

好感程度等。还有的强调综合投入层次和产出层次可能是对公共外交进行评价的理想方式。另一种

观点主张用民调数据来评估。借鉴选战学中对选民行为影响的研究，对不同公众区隔进行不同效果

的精细化研究。通过比较公共外交活动促发的民调数据变化来评估公共外交的效果。还有的用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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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度曲线分布来观察一个国家公共外交的效果。①

迄今为止，对公共外交效果的评价仍然影响着各国对公共外交的投入。公共外交效果评估的困

难，主要来自于效果评估的复杂性，比如海外公众对一国民意的改变往往与特定环境因素、一国变化、
公众心理变化等众多因素相关，未必一定是公共外交活动的产物。因此，对公共外交寄希望越大，到

头来的失望可能也就越大。事实上，公共外交的效果往往与公共外交过程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因

为公共外交本身就存在着普遍化营销、区隔化营销和一点锁定营销等，效果评估也就分外困难了。追

求的效果越直接，政治性越强，越不大可能看出公共外交活动的独立效果。
争论之九: 公共外交的学科定位。
自公共外交进入学界视野以来，关于公共外交的学科定位就一直处于不同学科的争论之中。国

际关系和外交学学科的学者认为公共外交是外交领域的一个组成部分，更多强调公共外交是政府外

交的“公众向度”。新闻传播学学科的学者则把公共外交集中于对外宣传 /传播、媒体外交和公共关

系上，将公共外交等同于对外宣传，等同于媒体外交，等同于国际公共关系，视作操纵舆论的外交行

为，更多强调外交与媒体、舆论、公共关系之间的关系上，讨论的范围更多是对外传播领域。事实上，

公共外交的学科定位很可能是跨学科，有学者认为公共外交是国际关系、外交、传播、行为学、管理学、
政治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工商管理学等十多门学科交汇的结果。

公共外交在中国的兴起，更是多学科、多领域和多部门共同努力的结果。最早从事中国公共外交

基础理论探索的是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的一批年轻学者，包括苏长和、陈玉刚、赵可金、
王义桅、唐小松、蔡翠红、沈逸、沈国麟等博士，他们通过学术沙龙和读书会的形式，砥砺思想，碰撞智

慧，紧跟西方公共外交的潮流，从国际关系理论和外交转型的角度考察公共外交，成为我国公共外交

理论探索的先行者。与此同时，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的李希光、史安斌、董关鹏、
周庆安以及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郭可等从新闻传播学的角度切入，围绕国家软实力、国家

形象、公共外交、政府传播、危机管理等话题展开深入的研讨，确立了公共外交研究的“传播范式”。
争论之十: 公共外交专业建设。
在公共外交发展过程中，关于究竟应不应该设立公共外交专业的问题，在学界也引起了争论。察

哈尔学会主席韩方明、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戴长征等人倾向于设立公共外交专

业。韩方明认为，设立公共外交专业是适应公共外交发展的需要，也是中国公共外交事业的客观要

求。为此，身为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的韩方明在全国政协提交了提案，推动高等院校设立公共

外交专业，提升公共外交学科化水平。戴长征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设立公共外交专业，但他所在对外经

济贸易大学却最先设立了公共外交方向，在 2011 年招收了第一批国际政治专业( 公共外交方向) 的

本科生，受到了广大考生的欢迎。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胡伟教授也认为，公共外交

的学科化是当前外交学学科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应当切实得到加强。
反对设立公共外交学科的人认为，公共外交尽管非常重要，但也要明确公共外交的学科边界，不

能把一切都纳入公共外交范畴。在公共外交边界尚不清楚，学科尚不完善的情况下，对公共外交一哄

而上，反而不利于公共外交的发展。还有的学者认为，公共外交不过是外交学的一个分支，如果单独

设立公共外交专业，肯定会导致与外交学专业的冲突，不利于外交学学科发展。此外，专业与学科不

同，专业除了学科支撑之外，还需要完整的课程体系和师资体系，在学科发展还不充分的情况下，即便

设立公共外交专业，也不过是新瓶装旧酒，公共外交专业还需长远考虑，不能急于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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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共外交发展前景

公共外交是一个新生事物，是全球化时代外交转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制定中国公共外交

学科规划时，需要坚持理论研究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全面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结合、一般原理与中国实

际相结合的原则，全面推进公共外交学科体系建设。同时，公共外交学科发展规划，要充分考虑公共

外交的多学科和跨学科性质，注重与其他学科的衔接，重视公共外交学科发展与实践需要的结合，夯

实公共外交学科发展的基础。为此，我们建议中国公共外交的学科发展确立“三位一体”的指导方

针，在宏观上把握公共外交的学科布局，从跨学科和多学科的视野推动公共外交的学科建设，努力推

进公共外交理论体系、培养体系和服务体系的建设。
1． 学科布局

从公共外交的多学科和跨学科属性出发，公共外交的学科布局要在学科交汇上下工夫，在夯实基

础学科的同时，不断拓展公共外交研究的学科空间。
第一，夯实外交学学科基础。作为一种外交形式，公共外交首先属于外交学的范畴。传统上，外

交学特指职业外交官和外交机构之间沟通交往的学问，公共外交将外交空间拓展到公众与职业外交

机构和外交官以及公众与公众之间的交往活动。公共外交学科成长必须首先立足于外交学的学科基

础，从“以和平手段处理国际关系”的外交涵义出发，探索公共外交的新规律。特别是如何处理传统

职业外交和非传统的公共外交之间的关系问题、公共外交本身的学科空间问题、公共外交的一般规律

和实践模式等问题，都是公共外交必须首先厘清的问题。同时，要特别注意公共外交的学科边界问

题，那种完全不考虑外交涵义，将公共外交泛化为一切公众跨国交往行为的做法，不仅无助于公共外

交的学科成长，反而将问题搞得繁芜不清，失去了公共外交的学科根基和生命力。
第二，夯实传播学学科基础。作为一种跨国交往形式，公共外交也必然意味着信息沟通和传播，

也是一种独特的传播形式。特别是信息化时代媒体在公共外交中的强势地位，决定了传播学也是公

共外交学科建设体系中的重要基础学科。公共外交学科成长离不开新闻传播学的支持，运用传播学

特别是国际传播研究中的理论和方法工具，研究一国政府与另一国公众特别是大众传媒之间的互动

规律，推动传播学向外交和国际关系领域拓展，也推动国际关系和外交学向传播领域拓展，搭建公共

外交的跨学科平台。
第三，夯实心理学学科基础。公共外交的落脚点是政府和公众、公众与公众的跨国交流，说到底

是一种复杂的认知心理活动，心理学尤其是社会心理学的学科资源完全可以运用到公共外交研究中

去。特别是随着全球化和信息革命的发展，跨文化交流越来越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公

共外交学科的重要增长点。心理学的学科资源和方法工具对于准确把握公众心理变化，理解政府与

公众、公众与公众跨国交往中的行为规律，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第四，拓展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空间。除了上述与公共外交学科紧密联系的基础学科之外，政治

学、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法学、行为学、哲学、历史、文学等人文社会科学都对公共外交学科发展具

有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作为一门跨学科和多学科的学问，公共外交的成长离不开众多学科的参与

和支持。作为公共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跨国人文交流研究必然依赖于人文和社会学科的研究，公共

外交不仅要对人文交流的形式和机制进行研究，而且更要重视人文交流内容本身的研究，两者结合起

来才能提升跨国人文交流的公共外交效果。
2． 理论体系

公共外交理论体系规划要致力于解决下面三个问题:

第一，牢牢确立公共外交本体论。公共外交的本体论是国家与民众的关系问题，一个国家在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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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事务时，不仅需要处理好与他国政府的关系，也要处理好与他国民众的关系问题。为什么一个国

家必须要处理好与他国公众的关系问题? 这一互动关系的理想范式是什么? 以及一个国家怎样处理

好与全球公众的关系问题? 这些问题都是公共外交必须回答的本体论问题。
第二，积极拓展公共外交认识论。从不同的理论立场出发，从不同的角度观察，对公共外交研究

得出的理论成果不同。比如从不同理论立场上考察，有现实主义的公共外交理论、自由主义的公共外

交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公共外交理论、反思主义的公共外交理论。从不同角度观察，有大国公共外交

理论、中小国家公共外交理论、企业公共外交理论、媒体公共外交理论、宗教公共外交理论等。公共外

交学科发展需要不断变化理论立场和认识视角，全面透视和考察公共外交。
第三，充实发展公共外交方法论。从研究方法论来看，公共外交要推动宏大理论方法、微观理论

方法和中层理论方法共同前进，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比翼齐飞。特别是如何借鉴自然科学、心理学、
社会学、传播学等科学研究方法，增强公共外交研究的科学性和预测性，这是今后公共外交学科发展

的基石。同时，公共外交学科还必须探索自成一体的独特研究方法，最大限度地凝聚学科方法的共

识，这是学科成熟的重要标志。
3． 培养体系

公共外交学科发展，不仅需要理论体系的成熟，而且体现在培养体系的成熟上，而且培养体系的

完善反过来也构成理论创新的强大动力。公共外交的重要落脚点是培养公共外交人才，使得学科发

展步入推陈出新的持续发展轨道。从公共外交培养体系规划来看，需要解决四个问题:

第一，课程设置。公共外交的课程体系应该包括三个部分: 一是基础理论课，包括外交学原理、公
共外交概论、比较公共外交、世界公共外交史。二是研究方向课，包括政府公共外交、企业公共外交、
媒体公共外交、人文公共外交、危机公共外交、战略公共外交、国别公共外交等。三是研究方法课，包

括公共外交方法论、公共外交调查与统计、定量研究方法、公共外交实战与模拟等。
第二，师资队伍。作为一门跨学科学问，公共外交的师资队伍要体现多学科互动的特点。公共外

交师资不仅有来自政治学、国际关系和外交学专业背景的教师，也要有来自传播学、心理学、公共关

系、文化研究、工商管理、社会学等学科背景的教师。同时，体现跨国界的特点，公共外交的师资队伍

还必须体现不同国家、不同地域、不同宗教、不同种族、不同语言和不同文化背景等特点，只有最大限

度地体现师资背景的多样性，才能真正为公共外交的学科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动力支持。
第三，培养方案。培养方案是人才培养的科学图纸，要尊重人才成长规律和学科教育规律。一般

来说，分三步走: 第一步是打基础阶段，主要对学生进行公共外交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教育，为此后的

成长奠定坚实的基础。第二步是提高素质阶段，主要围绕某一专题进行素质和潜能开发，引导学生对

某一专题探索新思路，提升素质，开发潜能。第三步是长才干阶段，主要是培养学生提出问题、分析问

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为从事公共外交工作开辟广阔的发展空间。
第四，社会实践。社会实践是人才培养与外交工作之间的桥梁，寻求人才培养体系与外交实践之

间的对接。从高等院校来说，要创造机会，完善制度，不拘一格地拓展学生成才的社会实践，建设若干

社会实践基地。从外交部门来说，要开放渠道，规范角色，真正为学生创造经风雨、见世面、长才干的

社会实践舞台。
4． 服务体系

一个学科的发展，还离不开学科服务体系的配套运行。近年来，在公共外交学科成长过程中，相

关社会服务体系也在快速发展，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第一，学术社群建设。以全国政协外委会主任赵启正、副主任韩方明为代表的一批政府官员成为

中国公共外交的重要推手。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全国高校国际政治研究会、政治学暨国际关系学术共

同体、察哈尔学会等学术社群和智库也纷纷把公共外交作为重要问题，汇集学术力量，塑造学科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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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学术期刊建设。在全国政协外委会和察哈尔学会推动下，国内第一份公共外交期刊《公共

外交季刊》创刊，成为汇集中国党、政、军、民、商、学、媒等众多领域专家争鸣切磋的平台，在国内迅速

掀起了一波公共外交的热潮。此外，《世界经济与政治》、《外交评论》、《国际政治研究》、《国际问题

研究》、《现代国际关系》等也纷纷发表与公共外交相关的论文，公共外交的学术阵地也日益拓展。
第三，学术平台建设。近年来，一大批专门以公共外交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召开，比如清华—卡

内基全球政策中心的“软实力与公共外交”系列研讨会、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公共外交国际论坛”、全
国政协外委会和察哈尔学会主办的“察哈尔公共外交研讨会”、中国国际友谊促进会主办的“公共外

交国际论坛”等。
第四，研究机构建设。国内一大批专门从事公共外交的研究机构纷纷设立，主要有外交学院成立

公共外交研究中心和教研室、北京外国语大学成立公共外交研究中心、外交部成立公共外交咨询委员

会、上海成立的上海公共外交协会等。特别是非官方的外交与国际关系智库———察哈尔学会的成立，

为公共外交的学科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不仅承办了《公共外交季刊》，组织了众多学术讨论会，而

且出版了第一部公共外交教材《公共外交概论》，出版了“察哈尔公共外交丛书”，资助全国博士生论

坛，与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共同举办了第一届提升公共外交能力讲习班，有来自 30 多个高

校、科研院所、企业和政府部门的 50 多名青年教师和博士生参加了培训，为公共外交的学科化发展做

出了重要贡献。
第五，研究经费支持。从官方资金支持来看，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设立了我国公共外交的

专项课题，外交部、中联部、教育部、文化部、国新办等相关部委近年来也设立 20 多项公共外交的课

题。从民间资金来看，察哈尔学会率先推出了公共外交博士论文资助计划，今后要在推动民间智库和

基金会资助公共外交研发方面加大力度。
在今后 5—10 年，应沿着上述五个方面，继续大力推动公共外交服务体系建设，为公共外交的学

科成长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和发展环境。特别是应在各国公共外交体制和制度比较研究的基础上，

重点分析党、政、军、民、学、商、媒等众多力量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适合中国国情的效率最高的公共

外交制度和体制机制，为中国公共外交体制、机制和制度建设提供决策参考。总之，公共外交的学科

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不仅需要扎实的学术研究体系和人才培养体系，还需要高层次的学术交流平台

和社会服务体系。因此，中国公共外交的学科发展，要在周密规划的基础上，立足于中国公共外交实

践的需要，不断提升中国特色公共外交的学科实力和研发水平。

( 责任编辑: 苗 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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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ughts on China’s Subject Development on Public Diplomacy Zhao Kejin
These years, public diplomacy has been increasingly emphasized by the scholars, government officials, journalists and even

businessmen domestically and internationally so that it becomes a hot topic among the developments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The reason why public diplomacy is regarded as hot issue is fundamentally determined by the combination of social
changes of globalization of diplomacy and China’s unexpected rise and disciplinary changes of multidiscipline and cross-disci鄄
pline trend on studying specific issue i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So, the rise of public diplomacy identifies that it deeply
conforms to the objective trend of inter-disciplines in contemporary social sciences and has strong vitality and bright future.
However, the disciplinary foundation of public diplomacy still lags behind the reality. There are lots of theoretical challenges in
clarifying the research focus, research paradigm and methodology for public diplomacy when we review the debates among the
scholars. And there are still severe divergences of essential views on public diplomacy globally. Therefore, the disciplinary devel鄄
opment will be the top priority in public diplomacy studies, which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the guideline of taking discipline
building as center on public diplomacy studies which means grasp the inter-disciplinary structure, consolidate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and strengthen the curriculum system and social community for public diplomacy.

The Impact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Monetary Policy by the Bank’s Credit Structure Liu Taoxiong, Wang Wei
Monetary policy has assumed an important role in China’s economy. Credit is the main channel for implementing monetary

polcy in China, and credit barriers during the transition period is one of the main factors, weaken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monetary
policy. It is tested by Granger Test and Simultaneous Equations whether the structure of the bank credits allocation between large
enterprises and small enterprises has impacts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monetary policy. The credit structure measuring the extent
that Commercial banks prefer to lend to big companies rather than to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has a significant im鄄
pact on the credit transmission induced by monetary policy, and it is one of the reasons leading to the infarction of the credit
transmission channel in China. By including the credit structure as a dummy variable, the regression shows that the efficiency of
monetary policy would be improved through encouraging more consumption and more investments when the loans of the commer鄄
cial banks to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are more sufficient.

Enterprise Eco -efficiency Differences and Contribution of Technological Progress———Quantile Regression Analys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lement Concentration Chen Xiaohong, Chen Shi

Based on the empirical analysis on investigation data of hunan province chemical enterprise, this essay points out that cer鄄
tain differences exist in eco-efficiency between capital-intensive and labor-intensive enterprises. In this phenomenon, technolog鄄
ical advance is the main factor causing the difference. However, its contribution on eco-efficiency differences is not evenly dis鄄
tributed. In the high-end, the contribution made by technological progress in capital-intensive enterprises is significantly greater
than that in labor-intensive enterprises, while in the low-end,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The reasons for this phenomenon
mainly lie in the following two aspects: first, differences exist in technological level in the two kinds of enterprises; second, biased
selection of suitable technological progress would be conducted when weigh the production efficiency and eco-efficiency im鄄
provements. In addition, eco-efficiency is also influenced to different degree by ecological culture, financial capability, environ鄄
mental regulation, government subsidies and reward, geographical factors and so forth. The role of these factors in capital-inten鄄
sive and that in labor-intensive enterprises also differ from each other to a certain extent .

介简”刊期业专列系校高国中“

“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创刊于 2011 年 2 月，由《复旦学报》、《华东师范大

学学报》、《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兰州大学学报》、《南开

学报》、《南京大学学报》、《南京师大学报》、《清华大学学报》、《求是学刊》、《陕西师范

大学学报》、《思想战线》、《四川大学学报》、《文史哲》、《武汉大学学报》、《厦门大学学

报》、《浙江大学学报》等 17 家入选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名刊工程”的高校学术期刊

联合发起，随着《中山大学学报》、《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等期刊的陆续加入，目前联合

编辑部成员刊已增至 70 余家。

“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的办刊宗旨是，打破校域界限，集中名校优势，在数字

平台上实现学术期刊的专业化转型，从而构建一系列高校权威的专业期刊和专题期

刊。具体做法是，联合编辑部对加盟期刊拟发表文章进行专业化选编和数字化重组，

通过中国知网实现优先出版和整体传播，并利用网络和手机推送等全媒体新型手段

强化传播效果。 “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坚持开放获取、免费使用的理念，努力实现

学术资源共享，为人文社会科学学者提供最佳的网络学术平台。

目前，“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包括《马克思主义学报》、《文学学报》、《历史学

报》、《哲学学报》、《政治学报》、《经济学报》、《法学学报》、《社会学报》、《教育·心理学

报》、《传播学报》、《民族·人类学报》、《艺术学报》 等 12 个一级学科专业期刊， 以及

《三农问题研究》、《儒学研究》等专题期刊，还准备围绕学界热点继续创设新的专题

期刊。

自创办以来，“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的运行获得了巨大成功，文章下载量大

幅攀升，在学界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并得到教育部和新闻出版总署领导的充分肯定

和大力支持。这一实践不但开创了高校学术期刊专业化、数字化、集约化发展的新模

式，也完全符合期刊改革的方向，其实质是学术期刊的主动协同创新和“名刊工程”

在新形势下的拓展深化。热切希望各界朋友关注、爱护和支持这一全新的学术平台，

共同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而努力。

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网址：www.sju.cnki.net


